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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生态毒理学概念及方法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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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药生态毒理学是横跨毒理学、农药学和生态学的一门交叉学科。 文章从“关注对象”、
“关注层面”、“学科归属”和“成果应用”４ 个方面归纳了“农药生态毒理学”与“农药环境毒理学”
的区别，并从“试验历期”、“剂量设置”、“可控性”、“暴露评估”以及“研究的阶段性”等不同侧面阐

述了农药生态毒理学研究的方法学要素。 对于除人类以外的非靶标生物的关注以及提倡用生态学

方法进行研究，是农药生态毒理学区别于农药环境毒理学的明显特征。 按照试验历期的长短，农药

生态效应评估试验可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３ 类；按照试验条件的可控性，则可分为“室

内”、“半田间”和“田间”３ 个层次。 从经济和时效性角度考虑，农药生态效应评估试验应遵从先急

性、后慢性，先室内、后田间的顺序；为避免出现“假阴性”结果，试验设计时应确保受试生物在室内

试验中所受的胁迫强度高于半田间或田间试验。 鉴于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药生态

毒理学家应该有意识地使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与现有的农药生态风险评估体系相衔接，惟其如

此，相关研究成果的生态学意义才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随着人们对农药与农业生态系统相互关系

认识水平的提高，农药生态毒理学在理论及实践方面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将反过来促进农药生

态风险评估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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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生态系统中残留的农药，很多时候人们所

关心的并不是它们对系统中某一个或几个环节的影

响，而是对系统的整体影响。 鉴于生态系统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农药生态毒理学的许多研究成果所蕴

藏的生态学意义，往往需要在经过风险评估之后方

能得到揭示。 正因为如此，农药生态毒理学的研究

内容和研究方法与农药生态风险评估体系之间始终

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及相互促进的关系。 近

２０ 年来，农药生态毒理学本身有了较快的发展，相
应地，农药生态风险评估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对于后者，近年来已有不少相关文献报道［１–３］。 在

此，笔者拟主要从农药生态毒理学的概念和方法学

要素方面进行阐述，以加深人们对该学科的认识和

理解。

１　 农药生态毒理学的内涵和外延

“生态毒理学（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一词最早是由法

国毒理学家 Ｒｅｎé Ｔｒｕｈａｕｔ 提出的。 Ｔｒｕｈａｕｔ 当时给

生态毒理学所下的定义为：“毒理学的一个分支，注
重研究自然或人类来源（人工合成）污染物对于作

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动物（包括人类）、植物和微

生物等的整体影响［２］ ”。 自从 Ｔｒｕｈａｕｔ 给出该定义

之后，不断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具体可参见

Ｃｏｎｎｅｌｌ 等［４］、Ｃｈａｐｍａｎ ［５］、王德铭［７］、孟紫强［８］ 及

Ｔａｒａｚｏｎａ 等［９］的著述。 基于各自的专业背景，这些

学者就生态毒理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农药生态毒理学”内涵和外延

的界定。 比照 Ｔｒｕｈａｕｔ 的定义，可以认为，农药生态

毒理学是研究农药及其有毒代谢产物对作为农业生

态系统组成部分的非靶标生物影响的一门学科。
农药在野外的迁移和降解，其过程与室内模拟

条件下相似，因此可采用室内的研究结果外推，但就

效应而言，则必须重视二者的区别。 一个明显的例

子，现实生态系统如果受到农药的胁迫，随着胁迫因

子的减弱或消失，系统本身有可能恢复，但这在室内

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发生。 在现实生态系统中，农药

直接的作用对象虽然是个体，但该个体身处包含多

个物种的群落之中，而群落与外界之间又保持着频

繁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因此若想揭示农药在系统层

面的危害效应，必须借助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
作为起源关系极为密切的 ２ 个学科，农药环境

毒理学和农药生态毒理学在概念上存在交叉。 其区

别主要体现在：１）关注对象不同。 对于非靶标生

物，农药环境毒理学重点关注人类，而农药生态毒理

学则重点关注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在介质方面，生
态毒理学重点关注土壤、水 ／底泥系统以及大气，而
环境毒理学重点关注农作物可食部分、饮用水以及

人类频繁活动的场所。 ２）关注层面不同。 对于危

害，农药生态毒理学重点关注农药的群落和系统效

应，即关注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完整性是否因

为农药的使用而遭到损害；而农药环境毒理学目前

重点关注农药在个体及个体以下层面的危害效应。
３）学科归属不同。 农药环境毒理学从本质上讲属

于预防医学的一个分支，而农药生态毒理学在本质

上属于生态学。 ４）成果的应用领域不同。 农药生

态毒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应用于农药生态风险评

估；相应地，农药环境毒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应用于

农药健康风险评估。
对于除人类以外的非靶标生物的关注以及提倡

用生态学方法进行研究，是农药生态毒理学区别于

农药环境毒理学的明显特征。 在现实科研中，农药

生态毒理学家有时会以细胞、分子乃至基因为对象

来研究农药的毒害效应，而农药环境毒理学家有时

也会采用“流行病学”等研究方法。 但值得注意的

是，农药环境毒理学家在从事流行病学调查时，他们

所关注的始终是被调查群体中的个体———人，而农

药生态毒理学家在研究细胞、分子乃至基因时，他们

其实并不关注农药在这些层面的毒害效应本身，而



　 Ｎｏ． ４ 李少南：农药生态毒理学概念及方法学探讨 ３７７　　

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些毒害效应与被暴露群体的生存

状况之间的关联［１０–１１］。

２　 农药生态毒理学研究的方法学要素

农药生态毒理学研究涉及面广，内容庞杂，因此

只有突出重点、周密设计、严格实施，所得结果才有

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农药风险评估的客观需求。 以

下将从不同角度对农药生态毒理学研究的方法学要

素加以探讨。
２􀆰 １　 试验历期

按照历期，农药生态效应评估试验可分为“急
性”、“亚急性（或称“亚慢性”）”和“慢性” ３ 种类

型。
２􀆰 １􀆰 １　 急性毒性试验　 急性试验用于检测生物短

期接触高剂量农药后的中毒反应。 典型的急性试验

是在一次性给药的方式下进行的，美国环保署

（ＥＰＡ）的“鸟类急性口服试验” ［１２］ 和“蜜蜂急性接

触试验” ［１３–１４］即属于此类型。 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ＯＥＣＤ）的“蜜蜂急性经口试验” ［１４］ 和我国现行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 ［１５–１７］ 中的“赤
眼蜂（成蜂）急性接触试验”规定染毒时间为 １ ｈ，均
属于不太典型的急性试验。

急性试验要求受试生物在急性染毒后的观察期

要足够长［１８］。 所谓足够长，是指在该时段内，农药

对受试生物的毒害效应随观察期的延续而明显增

强，超出这一时段，农药的毒害效应则不再随观察期

的延续而增强。
在 ＯＥＣＤ 颁布的 “鱼类急性 （９６ ｈ） 毒性试

验” ［１９］、“水蚤急性（４８ ｈ）毒性试验” ［２０］、“蚯蚓急

性（１４ ｄ）毒性试验” ［２１］、“鸟类（５ ｄ）饲喂毒性试

验” ［２２］、“藻类（７２ ｈ）生长抑制试验” ［２３］ 等试验中，
受试生物接触药剂的时间与试验历期相同，因此它

们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急性试验。 之所以仍将其划归

于急性试验的范畴，是因为在这些试验中受试生物

接触药剂的时间很短（通常只有 １ 到数天），且该时

间段只占受试生物整个生命历期的很小一部分。
除 ＯＥＣＤ“藻类（７２ ｈ）生长抑制试验” ［２３］ 这样

的以种群抑制率为测试终点的试验外，急性试验通

常以死亡率作为测试终点。
２􀆰 １􀆰 ２　 亚急性毒性试验　 亚急性试验是在持续胁

迫或重复给药的方式下进行的，此类试验的历期明

显长于急性试验，如 ＯＥＣＤ 的“鱼类长期（１４ ｄ）毒
性试验” ［２４］， ＥＰＡ 的“蚯蚓亚慢性（２８ ｄ） 毒性试

验” ［２５］等。 虽然死亡率仍是常用的测试终点，但体

长、体重等个体指标在此类试验中受到了更多的

关注。
２􀆰 １􀆰 ３　 慢性毒性试验　 慢性试验是为衡量生物长

期暴露于低剂量化学品中所受的毒害而设立的，其
历期通常涵盖受试生物生活史的大部分时间或者整

个世代，如 ＥＰＡ 和 ＯＥＣＤ 的“溞类（２１ ｄ）繁殖毒性

试验” ［２６–２７］、ＯＥＣＤ 的“摇蚊沉积物毒性试验” ［２８–２９］

等。 相对于急性试验中的死亡率，慢性试验更侧重

于关注受试生物的体长、体重等个体指标，以及生殖

率、种群内禀增长率等群体指标［２６–２７］。
将急性试验的结果与农药在环境中的短期沉积

量相比较，可以得知农药对环境生物的急性风险

（ａｃｕｔｅ ｒｉｓｋ）；相应地，将亚急性或慢性的试验结果

与农药在环境中的长期沉积量相比较，可得知农药

对环境生物的长期风险（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ｉｓｋ） ［３０］。
２􀆰 ２　 剂量设置

农药生态效应评估试验的剂量（或浓度）设置

方案主要有 ２ 种，即考虑或不考虑农药的环境沉积

量，前者可称之为“主观剂量法”，后者可称作“客观

剂量法”。
所谓主观剂量法，即试验剂量（或浓度）是由研

究者主观确定的。 采用该方法开展试验时，其目的

在于建立剂量⁃效应方程，再根据所建立的方程求得

ｘ％效应值（ＥＤｘ）或 ｘ％ 效应浓度（ＥＣｘ），或者通过

各处理组之间或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显著性

分析，求得受试物的最高无作用剂量 ／最低有效剂量

（ＮＯＥＤ ／ ＬＯＥＤ）或最高无作用浓度 ／最低效应浓度

（ＮＯＥＣ ／ ＬＯＥＣ），进而确定受试物的最大允许剂量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ｔｏｘｉｃａｎｔ ｄｏｓａｇｅ，ＭＡＴＤ）或最大

允许浓度（ｍａｘｉｍａｌ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ｔｏｘ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Ｃ）。

需要指出的是，采用主观剂量法的试验，因其以

建立剂量⁃效应方程、求取效应中值（ＥＤ５０）或效应中

浓度（ＥＣ５０）为目的，所以判断试验设计合理与否，
要看所设剂量下的效应变化能否满足回归分析的需

要。 至于各剂量组（包括对照组）内部是否需要设

置重复以及需设置多少个重复，在此并非重点［２８–２９］

（测试终点为数量型结果的例外，因为这些试验中

每一剂量组的数据均需要与对照组比对，因而此时

的对照组宜多设重复）；相反，如果试验以求取

ＭＡＴＤ 或 ＭＡＴＣ 为目的，则各剂量组（包括对照

组）内部不仅必须设置重复，而且重复次数需达到

一定标准，以满足差异显著性分析的需要。
采用客观剂量法开展试验时，研究者以农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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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沉积量 （或沉积浓度） 作为剂量选择的依

据［３１–３２］。 天敌和土壤微生物是较多采用客观剂量

法进行测试的生物类群［１８， ３３］。 以田间沉积量（或沉

积浓度）作为试验剂量的选择依据，从理论上讲，其
结果可以直观显示受试农药的生态风险。 然而该方

法也具有局限性：首先，农药田间沉积量预测结果本

身即存在一定的误差；其次，即便选定的剂量能够真

实反映农药的田间沉积量，其所反映的也仅是某一

位点和某一时刻的沉积量。 一旦处理组的效应与对

照组差异不明显，人们将无从推断受试农药在更高

剂量下可能产生的影响。 可见从风险评估的角度，
客观剂量法的试验结果并不具有更高的利用价值，
相反，将通过主观测量法测得的有害剂量 （ＥＣｘ、
ＮＯＥＣ ／ ＬＯＥＣ 等）与暴露数据相对照，不但能够判

断相关农药在某一时空节点的风险大小，而且能够

给出这种风险的时间和空间分布。
２􀆰 ３　 试验的可控性

按照试验的可控性，农药生态效应评估试验大

致可分为“室内”、“半田间”和“田间” ３ 个层次。
２􀆰 ３􀆰 １　 室内试验　 室内试验要求在相对稳定的环

境条件下进行。 例如“ＯＥＣＤ 化学品测试准则”判

断鱼类和溞类试验结果是否有效的前提之一，就是

稀释液中的溶解氧含量在试验过程中能否保持在其

饱和值的 ６０％ 以上，为了满足这一条件，有时需要

周期性地更换稀释液，甚至可能需要在“流水”条件

下进行试验［１９–２０］。 再如土壤微生物试验，“ＯＥＣＤ
化学品测试准则”规定土壤含水量应控制在最大持

水量的 ４０％ ～ ６０％ 之间［３１–３２］，相应地，美国 ＥＰＡ
“生态效应测试准则 ＯＰＰＴＳ ８５０􀆰 ５１００”对于土壤含

水量的规定值为 １０ ｋＰａ 左右［３４］。
环境标准化是人们对室内试验的一项基本要

求。 天然土壤由于理化性质各异，导致农药在其中

的有效性（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不同，因而有可能影响试验

结果的重现性，为此，除微生物试验外，原本以土壤

为基质的试验，目前大多以人工土代替［２１，２８–２９， ３５］。
室内生物试验中所用的受试物种通常要求具有

较高的经济价值和 ／或生态价值，材料易得，并具有

较强的生命力。 我国现行“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

试验准则” 推荐鲤鱼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和斑马鱼

Ｂｒａｃｈｙｄｏｎｉｏ ｒｅｒｉｏ 作为鱼类急性毒性试验的代表物

种。 鲤鱼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又是重要的经济鱼

类，因此我国选用鲤鱼的理由跟欧美国家选用虹鳟

鱼 Ｏｎ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ｍｙｋｉｓｓ 和太阳鱼 Ｌｅｐｏｍｉｓ ｃｙａｎｅｌｌｕｓ
完全一致；斑马鱼是一种小型的热带观赏鱼，其在我

国境内并没有自然分布，更谈不上所谓经济和生态

价值，但该鱼室内生命力强，易于繁殖，因而同样成

为了常用的受试物种；以同样原因入选的受试物种

还有非洲爪蟾 Ｘｅｎｏｐｕｓ ｌａｅｖｉｓ、赤子爱胜蚓 Ｅｉｓｅｎｉ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等。 相反，在我国分布广且具有重要经济价

值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却很少被

选作毒性试验的受试物种，其原因则是由于这些鱼

类的幼体很难适应室内饲养。
虽然室内试验的对象以单物种居多，但也有例

外。 在检测化学品对土壤微生物碳转化和氮转化影

响的试验中，作为介质的土壤中包含了多种微生物，
因此此类试验在本质上属于小型微宇宙试验［３１–３２］。
类似的还有美国测试和材料学会（ＡＳＴＭ）颁布的

“标准化水生微宇宙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ＳＡＭ）试验” ［３６–３７］。

室内试验所能采用的给药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受

到风险评估体系的影响。 以家蚕为例，从技术的角

度，可采用的给药方式包括“浸叶”、“浸虫”、“点

滴”、“拌叶”、“定量喷雾”等，但从风险评估的角度

考虑，只有定量喷雾法和拌叶法的测定结果能够与

现有评估体系较好地衔接，因此应优先采用。 当可

选的给药方式不止 １ 种时，应以评估目标作为选择

的向导。 如对于非靶标植物，可用的给药方式有

“水培”、“土培”、“叶面喷雾”等，但对于茎叶处理

剂，如除草剂草甘膦等，则只有叶面喷雾法的测定结

果能够为风险评估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采用其他给

药方式所得的测量结果很可能使评估结论出现

偏差。
２􀆰 ３􀆰 ２　 田间和半田间试验　 以室内试验，特别是单

物种室内试验的结果来推测农药对农田及周边区域

的生态效应，其结果的可靠性往往受到质疑。 这主

要是因为：１）野外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光照等

的昼夜和季节性变化，以及农药野外残留的时空变

化等在室内条件下很难准确模拟。 ２）农药的诸多

效应，如间接毒性、二次毒性、趋避作用等，在室内条

件下很难被准确测量。 ３）在室内条件下，人们很难

观测到被暴露系统的恢复情况。 鉴于室内试验在预

测农药生态效应方面的局限性，当存在争议时，田间

试验就成为了人们否认（或者确认）农药产品生态

风险的最终依据。 图 １ 形象地展示了田间试验在农

药生态风险评估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图 １ 可看出，田间试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１）为（暴露）模型提供来自田间的验证数据。 ２）最
终否认（或确认）农药产品的生态风险。 ３）为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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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田间试验在农药生态风险评估中的地位和作用

Ｆｉｇ． 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的“登记后评估”提供数据。
田间试验虽然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农药的生态

风险，但通常存在花费昂贵、试验周期长、可控程度

低、结果重现性差等缺点。 鉴于此，人们又设计出一

系列相当于中间环节的试验系统，即“半田间试验”
系统。 根据所占空间的大小，半田间试验系统可进

一步被划分为 “微宇宙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ｓ）”、 “中宇宙

（ｍｅｓｏｃｏｓｍｓ）”及“大宇宙（ｍａｃｒｏｃｏｓｍｓ）”，其共同

特点是既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又允许人们对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操控［３８–３９］。
至于微宇宙、中宇宙和大宇宙的具体规格划分，目前

学界尚无定论。 对水生生物而言，Ｈｅｉｍｂａｃｈ［４０］ 认

为：小于 ０􀆰 １ ｍ３ 的，只能算作“烧杯”；０􀆰 １ ～ １ ｍ３

的，可算作“水族箱”；１ ～ １５ ｍ３ 的，可视为微宇宙；
而可以被称作中宇宙的，应该是体积大于 １５ ｍ３ 的

水生生态系统。 从生物结构上，上述半田间试验

系统又可划分为“静水（ ｌｅｎｔｉｃ）”和“流水（ ｌｏｔｉｃ）”
两大类。 其中静水系统可以再区分为以维管植物

为主要能量来源、物种构成比较复杂的“浅水系

统”和以浮游植物为主要能量来源、物种构成比较

简单的“深水系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浅水系

统所代表的池塘沿岸和排水沟渠是较容易受到农

药污染的区域，故应得到农药生态毒理学家的重

点关注。
２􀆰 ３􀆰 ３　 层次之间的衔接 　 从经济和时效性的角

度，为评估农药生态效应而开展的试验应遵从先

急性后慢性，先室内后田间的顺序。 如果室内试

验的结果能够明确否认受试农药的生态风险，整
个试验即可终止；相反，如果室内试验的结果显示

受试农药具有风险，要明确这种风险是否真会在

田间发生，则需进一步开展半田间甚至田间试验。
为避免在试验的任何层次上出现假阴性结

果，试验设计者应该确保受试生物在室内试验中

所受的胁迫强度高于半田间或田间试验 ［１８， ４１］ 。
例如“ＯＥＣＤ 化学品测试准则” 中的 “鱼类急性

（９６ ｈ）毒性试验” ，其质量控制标准之一就是在

整个试验过程中，受试药剂在稀释液中的实际浓

度始终不低于理论添加浓度的 ２０％ ［１９］ 。 又如

“ＯＥＣＤ 化学品测试准则”之“土壤微生物氮转化

试验”和“土壤微生物碳转化试验”给土壤微生物

群落 设 定 了 一 个 代 表 “ 最 差 状 况 （ ｗｏｒｓｔ ｃａｓ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的基质条件，预期化学品在此基质中

的有效性最高且降解率最低，如果在以该基质配

制的毒土中测得农药对土壤微生物碳转化或氮

转化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就无需再用其他基质进

行测试 ［３１–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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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出于避免假阴性结果的考虑，在受试生

物的选择上，生态毒理学家在室内试验中倾向采用

处于生理敏感期的生物个体，如出生后 ６ ～ ２４ ｈ 的

幼溞、蛙类蝌蚪、２ 龄起家蚕（其大小可确保症状观

察能够顺利进行）、羽化赤眼蜂等。 这与在室内药

效试验中倾向采用非敏感个体（如末龄幼虫）的经

济昆虫学家的做法有所不同。

２􀆰 ４　 暴露评估

开展暴露评估的目的在于确定农药在环境介质

中的沉积量及沉积范围。 方法主要有 ２ 种：实地测

量和模型预测。 表 １ 为农药初始残留分布的实地测

量数据（测量时的气温为 ２５ ℃，风速 ５ ｍ ／ ｓ）。 基于

这些数据，人们可以推算出药剂在不同作物农田周

围的沉积量和沉积范围。

表 １　 农药漂移基础数据［４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ｄｒｉｆ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４２］

距田边

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ｅｄｇｅ ／ ｍ

漂移率 Ｓｐｒａｙ ｄｒｉｆｔａ ／ ％

大田作物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ｓ

高秆作物 Ｔａｌｌ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ｒｏｐｓｂ

葡萄树 Ｇｒａｐｅ ｖｉｎｅ 其他果树 Ｏｔｈｅｒ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ｅｅｓ

前期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后期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 前期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后期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

１ １􀆰 ３９

２ ０􀆰 ５８

３ ０􀆰 ４１ ４􀆰 ９９ ２􀆰 ３９ １８􀆰 １６ ９􀆰 １８

５ ０􀆰 ２４ ２􀆰 ８８ ０􀆰 ７５ １２􀆰 ０２ ４􀆰 ９２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９１ ０􀆰 ２１ ５􀆰 ７４ １􀆰 ８４

２０ ０􀆰 ０４ ０􀆰 ２４ ０􀆰 ０６ １􀆰 ９０ ０􀆰 ５１

３０ ０􀆰 ０２ ０􀆰 １１ ０􀆰 ０３ ０􀆰 ８９ ０􀆰 ２２

　 　 注：ａ漂移率是指漂移部分占农药整个喷施用量（单位：ｋｇ ／ ｈｍ２ ）的百分率。 用漂移率计算农药在施药区外围某一位点的沉积量（Ｄ，
ｋｇ ／ ｈｍ２），其公式为：Ｄ ＝ 施药量 × 农药在施药区外某一位点的漂移率。ｂ用鼓风喷雾器喷施农药。

Ｎｏｔｅ：ａ Ｓｐｒａｙ ｄｒｉｆｔ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ｄｒｉｆ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ａｔｅ （ｕｎｉｔ： ｋｇ ／ ｈｍ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ｓｐｒａｙ．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ｋｇ ／ ｈｍ２）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ａｔ ａ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ｉｓ： Ｄ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ｓｐｒａｙ ｄｒｉｆｔ ａｔ ａ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ｂＴｈｅ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ａｉｒ ｂｌａｓｔ ｓｐｒａｙｅｒ．

　 　 模型预测是确定农药沉积量和沉积范围的另一

种常用方法。 人们针对特定场景（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开发了

相应的预测模型，如预测农药在水体中沉积量的

ＧＥＮＥＥＣ 和 ＥＸＡＭＳ，预测农药在旱地沉积量的 Ｔ⁃
ＲＥＸ 和 ＴＩＭ，以及可预测农药在大气中含量的

ＡｇＤＲＩＦＴ􀳏 和 ＡｇＤＩＳＰ 等［４３］。
在运用上述模型时，人们首先需要了解相关农

药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量，此外还需了解该农药的理

化性质和环境行为等信息（表 ２）。 其中涉及农药环

境行为的信息既可来自室内试验，也可来自半田间

或田间试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来自于室内试验。
２􀆰 ５　 名义浓度和实测浓度

将农药暴露水平与其有害剂量相比对，即可获

得该农 药 对 于 非 靶 标 生 物 的 “ 风 险 商 值 （ ｒｉｓｋ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ＲＱ）”。 ＲＱ 属于无单位量纲。 作为 ＲＱ 的

决定因子，暴露水平和有害剂量在衡量尺度上应该

一致， 而 基 于 化 学 分 析 的 “ 实 测 浓 度 （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衡量尺度。 因

此从理论上讲，有害剂量通常应该以实测浓度来衡

量；至于“名义浓度（ｎｏｍｉ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只有

当有证据表明其与实测浓度高度吻合（吻合度达到

８０％ ［１９］）时，才可取代后者而参与有害剂量的确定，
进而参与 ＲＱ 的求取。 由此可见，从风险评估的角

度，在进行毒性试验的过程中总是应该同步测量各

处理组的农药含量，以求得基于实测浓度的 ＥＣｘ或

ＭＡＴＣ。
２􀆰 ６　 研究的阶段性

在农药产品登记之前开展的研究，可以称之为

“预测性研究（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旨在明确农药

产品入市之后可能造成的生态风险；针对已经获得

登记的农药产品而开展的研究，应该称之为“追溯

性研究（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尽管生态毒理学的

研究方法和生态风险评估体系均在不断改进和完

善，但鉴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任何管理部

门和研究机构都不能确保已通过评估程序并获得登

记的农药产品在实际使用中不会对农田及周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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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开展追溯性研究。 不仅

如此，有一些农药产品在预测性研究中即被认为具

有某种程度的生态风险，但经过风险⁃效益评估，在
附加了限制条件之后被允许进入市场，至于这些限

制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进行修改，要回答诸如此类的

问题，也需要开展追溯性研究。 追溯性研究的结果

仍有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表 ２　 暴露评估中常用的农药理化性质和环境行为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ｍｅ ｐｈｙｓｉ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化学圈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理化性质

Ｐｈｙｓｉ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环境行为特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移动性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降解性 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土壤 Ｓｏｉｌ —
吸附 ／ 解吸附、淋溶性（薄层层析、柱淋溶）、挥发性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光解性、降解性（好氧、厌氧）
Ｐｈｏｔｏｌｙｓｉｓ， 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ｅ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水 ／ 沉积物

Ｗａｔｅｒ ／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水溶性、水解性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挥发性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光解性、降解性（好氧、厌氧）
Ｐｈｏｔｏｌｙｓｉｓ， 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ｅ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大气 Ａｉｒ 蒸气压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 光解性 Ｐｈｏｔｏｌｙｓｉｓ

２􀆰 ７　 生物标志物

在包括农药在内的化学污染物的胁迫下，生
命有机体的生理和生化过程会发生改变，这些改

变可通过组织学和形态学等特征表现出来，甚至

影响到物种的行为和生存。 因此从理论上讲，任
何与生命活动有关的生理和生化过程，包括相关

的组织学、形态学特征，只要易受污染物的影响而

发生变化，均有可能成为生态毒理学研究的“生物

标志物（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在众多生物标志物中，应
用最广的当数来自动物脑和血清中的胆碱酯酶

（ｃｈｏ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 ＣｈＥ） ［４４–４７］ 。
从应用的角度，生态毒理学研究所选用的标志

物应该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适当的特异性。 以氨基

乙 酰 丙 酸 脱 水 酶 （ 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ａｓｅ，
ＡＬＡＤ）为例，由于该酶对铅十分敏感，若水禽血液

中 ＡＬＡＤ 活性下降，则无需进一步测定即可断定水

禽血液中铅的含量达到了一定水平［４８］。 同样，当水

生和陆生动物脑和血清中 ＣｈＥ 活性下降时，说明动

物机体受到了有机磷或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污

染［４４–４７］。 就特异性而言，ＣｈＥ 不如 ＡＬＡＤ，因为要

想判断污染源究竟来自何种有机磷或氨基甲酸酯，
仍需要对样品进行化学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生物

标志物的特异性并非越高越好，比如 ＡＬＡＤ，其特异

性虽高，但是对 ＡＬＡＤ 的测定结果并不能提供有关

其他污染物的任何信息。
除了显示环境中污染物的存在之外，生态毒

理学家还希望标志物能够显示污染物的毒害效

应，即具有预警功能。 在仪器分析手段已日益完

善的今天，生物标志物之所以仍然能够吸引研究

者的关注，其原因正在于此。 例如在溞类的研究

中，人们已经将注意力放在 ＣｈＥ 活性变化与被暴

露群体生物量变化的对应关系上［１０–１１， ４９］ 。 需要指

出的是，生物标志物的反应与污染物有害效应之

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以及究竟存在何种对应关

系，要视标志物和污染物的种类和性质而定。 这

方面尚有许多问题等待人们去探究。
开展农药生态效应评估试验，往往需要大量收

集物种及其生物量方面的信息。 此类信息有时可以

通过对诸如磷脂脂肪酸、几丁质酶等标志物的测定

而获得［５０–５１］。 充分利用这类标志物，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因为取样及样品鉴定所造成的误差。

３　 其他要素

除上文已提到的主要方法学要素之外，另有一

些要素，如良好实验室规范（ＧＬＰ）、试验准则、动物

福利等，从概念上讲它们并不专属于农药生态毒理

学，但是这些要素深刻影响着该学科的研究内容和

研究方法，故在此一并加以探讨。
３􀆰 １　 ＧＬＰ

ＧＬＰ 的最初建立被认为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发生

在美国的涉及药品和化学品（主要是农药）的一系

列动物试验诈骗案件有关［５２］。 １９７９ 年，美国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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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监督管理局（ＦＤＡ）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 ＧＬＰ
法规；１９８０ 年，美国 ＥＰＡ 颁布了有关农药的 ＧＬＰ 法

规；１９８１ 年， 以美国 ＦＤＡ 的 ＧＬＰ 法规为蓝本，
ＯＥＣＤ 推出了涵盖所有化合物的 ＧＬＰ 法规［５３］。

我国 ＧＬＰ 建设首先是从医药领域开始的，农药

行业的 ＧＬＰ 建设始于 ２００２ 年，此后农业部陆续制

订了涉及农药理化性质、残留、毒理和环境毒理的

ＧＬＰ 准则，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公告了沈阳化工研究院

安全评价中心等 ６ 家农药 ＧＬＰ 实验室。
建立 ＧＬＰ 的目的在于加强对试验机构及试验

操作的管理。 按照 ＧＬＰ 的要求开展试验，其相关的

一切过程，包括人员任命、培训、样品接收、试验方案

制定、试验操作、样品采集、仪器使用、试验结果记

录、质量核查、资料保存等均需要加以“文件化”，以
便自查和外部核查。 基于上述原因，ＧＬＰ 体系下形

成的数据在真实性方面具有比较可靠的保障。
对于农药，在涉及质量、药效、健康风险及环境

风险的各项试验中，产品质量和药效试验较多关乎

生产商的经济利益，而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试验较

多关乎公众利益，为确保试验结果的真实性，有必要

将这 ２ 类试验过程置于 ＧＬＰ 的管控之下。 对于一

些探索性的课题，例如确认化学品的某种未知危害

方式或作用机理等时，出于知识产权保护或其他类

似原因，研究者不愿公布其研究过程或研究方法的

细节，这在学术界并非不可接受，但这种做法与

ＧＬＰ 所倡导的“公开性”原则相冲突，所以在对于非

ＧＬＰ 数据的选用上，风险评估人员往往持谨慎态

度，在同等条件下，他们会优先选用 ＧＬＰ 体系下的

数据。
３􀆰 ２　 试验准则

人们早已认识到，方法上的细微差别会对测试

结果产生明显影响。 例如在测定农药对鱼的急性毒

性时，供试鱼的龄期、试验温度、暴露时间（４８ ｈ 或

９６ ｈ）、稀释水的水质等均会影响试验结果。 又如薄

层层析试验中，因土层厚度不同，农药在其上的移动

性也会有所不同。 为此有必要对测试方法加以规

范，以保证不同实验室的不同人员在不同时刻开展

试验，均能够得出相同或相近的结果。 可见，制订各

类试验准则的目的之一是确保试验结果的重现性。
目前 ＯＥＣＤ 所制定的化学品测试准则中均包

含了对试验本身的质量要求。 例如 “溞类（２１ ｄ）繁
殖毒性试验”，其质量要求之一是在试验结束时对

照组每一雌性个体的平均繁殖量≥６０［２７］；又如“藻
类（７２ ｈ）生长抑制试验”，其质量要求之一是在试

验结束时对照组的细胞密度 ≥ 试验开始时的

１６ 倍［２３］。 这些要求若得到满足，相关试验才被认

为是合格的。
从 １９８１ 年起，ＯＥＣＤ 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化学品

测试准则” ［５４］。 这些准则共包含 ５ 个系列：１） 理

化特性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２ ） 生物效

应（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ｂｉｏ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３ ） 降 解 和 蓄 积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４）健康效应（ｈ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５）其他（主要涉及农药残留）。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生物效应系列中共收录了涉及 １９ 种（类）
生物的 ３５ 项（急、慢性）试验准则；降解和蓄积系列

中共收录了涉及生物富积、土壤和水 ／沉积物（好氧

和厌氧）转化、（土）柱淋溶以及（水中）光转化的

７ 项试验准则；而有关水解和土壤吸附的试验准则

被收录在系列 １（理化特性）中。 这些准则基本涵盖

了涉及农药生态风险评估的各项室内试验。
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于 １９７９ 年召开了有关农

药生态风险评估程序和资料要求的专家咨询会议，并
于 １９８１ 年颁布了有关“农药登记环境试验”的若干准

则（即：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５５］。 １９８９ 年，
ＦＡＯ 又对该准则做了修订，最终将农药登记的环境

试验分 为 ３ 部 分： １） 理 化 性 质 （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２） 归 趋 和 移 动 （ 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３）环境效应（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５６］。

美国 ＥＰＡ 的 “化学安全和污染防治办公室

（ＯＣＳＰＰ）”自 １９９６ 年起陆续制订了 １１ 个系列的试

验 准 则， 即 “ ＯＰＰＴＳ （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测试准则” ［５７］。 其中

与农药生态风险评估相关的试验准则分别被收录在

“ＯＰＰＴＳ ８３５”、“ＯＰＰＴＳ ８４０”和“ＯＰＰＴＳ ８５０”之中。
ＯＰＰＴＳ ８３５ 收 录 了 涉 及 “ 归 趋 （ ｆａｔｅ ）”、 “ 迁 移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和“转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方面的试验

准则；ＯＰＰＴＳ ８４０ 收录了涉及 “喷雾漂移 （ ｓｐｒａｙ
ｄｒｉｆｔ）” 的试验准则； 有关 “生态效应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的试验准则被收录在了 ＯＰＰＴＳ ８５０ 之中。

我国有关农药环境行为和生态毒性试验的“化
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最初由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负责起草，经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讨

论通过后， 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１９８９ 年颁

布［１５–１７］。 该准则由“农药对环境安全性影响因素”、
“农药环境安全性评价指标与评价试验程序”和“农
药对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３ 部分组成，重点是第

３ 部分。 在该部分中，农药对环境的安全性评价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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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被分为 ２ 类：“农药环境行为特征评价试验”和

“农药对非靶生物毒性试验”，每一类分别包含

１０ 项试验。 以蔡道基院士为首的课题组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中后期开展的一系列研究［５８–７３］为该准则的

起草奠定了基础。 自 ２００４ 年我国第一批农药登记

环境毒理试验单位获得认证后，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多次组织有关专家对该准则进行补充和修订，修订

后的“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共包含农

药环境行为特征评价试验 ８ 项，农药对非靶生物毒

性试验 １３ 项。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和提高，涉及农药生态毒

理学研究的新的试验准则还将不断建立，旧的准则

也会在修订中不断完善。 但是，试验准则的建立当

前是、将来也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态毒理学研究中一

些具有共性的科学问题，在对农药等化学品开展生

态毒理学研究的过程中，人们会不断遇到各种特殊

的具体问题，为解答这些特殊问题而开展的研究，现
在没有、将来也不一定有相关的试验准则可供依赖。
３􀆰 ３　 动物福利及“３Ｒ”原则

所谓“动物福利”，即要求人们从生理和心理上

善待动物。 早在 １９５９ 年，Ｒｕｓｓｅｌｌ 和 Ｂｕｒｃｈ［ ７４］ 在其

著 作 《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中， 针 对 实 验 动 物 提 出 了 以 “ 减 少

（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 “ 替 代 （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和 “ 优 化

（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为核心的“３Ｒ”原则。 其中减少原则

得以体现的一个明显例子，是 ＯＥＣＤ 取消了“化学

品测试准则”系列 ４（健康效应）中饱受批评的 １９８１
和 １９８７ 年版的 “４０１ ”，代之以 “４２０ ”、 “ ４２３ ” 和

“４２５” ［７５–７８］。
动物福利及“３Ｒ”原则对农药生态效应评估试

验具有一定的影响。 例如 １９８１ 年版的 ＯＥＣＤ 化学

品测试准则“２０３”中对试验用鱼的数量未作规定，
后来从减少试验用鱼的角度出发，１９８４ 年版的

“２０３”规定每一浓度组不少于 １０ 条即可，１９９２ 年版

的“２０３”则进一步规定每一浓度组不少于 ７ 条即

可；与此同时，１９８１ 年版的“２０３”规定正式试验中相

邻 ２ 个浓度的间隔比不得超过 １􀆰 ８，１９８４ 年版的

“２０３”规定间隔比不得超过 ２，而在 １９９２ 年版的

“２０３”中，间隔比被放宽到了 ２􀆰 ２［１９， ７９–８０］。
对于试验结束之后的剩余个体，以往惯用的扔进

垃圾桶、下水道等处理方式，从动物福利的角度衡量

均属于违规行为。 正确的方法应是依次采用丁香油

和酒精进行处理，且顺序不能颠倒，也不可以将两者

混在一起使用，原因是丁香油属于麻醉剂，能使鱼进

入昏迷状态，而酒精可使昏迷的鱼不再苏醒，但酒精

本身无麻醉作用，并且会刺激鱼，因此如果先使用酒

精或两者混用，则无法实现鱼的安乐死（ｅｕｔｈａｎａｓｉａ）。

４　 结语

人类使用农药，其最初的目的是生产足够多的

农产品。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该目标已初步实现，于
是人们开始关注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并由

此推动了农药环境毒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随后，人
们进一步意识到仅仅重视人类自身的安全是不够

的，还应该确保整个农业生态系统不会因为农药的

使用而受到损害。 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过程

中，农药生态毒理学从农药环境毒理学中分化出来

并得以发展。 因此可以把农药生态毒理学看作是农

药环境毒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农药环境

毒理学在生态领域的强调和补充。
鉴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产品登记

为目标的农药生态毒理学研究，其结果的生态学意

义只有在经过科学评估之后才能够显现。 为此，研
究人员必须确保相关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与现有

评估体系之间的衔接。 为了不使两者脱节，研究人

员在试验设计阶段即应该加强与生产商和风险管理

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在追求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新

颖性和先进性的同时，研究人员亦不可忽视对于

ＧＬＰ、现有试验准则以及动物福利原则的必要遵从，
而不应主观认为这样做会束缚学科的发展。 纵观历

史，农药生态毒理学以往的研究成果导致了农药生

态风险评估体系的建立，该体系今后的发展和完善

同样离不开农药生态毒理学研究的新成果。
总之，随着人们对农药与农业生态系统相互关

系认识水平的提高，农药生态毒理学在理论及实践

方面均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将反过来促进农药生

态风险评估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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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ｄ． ， ２００７： ６９ － ９０．

［１０］ ＰＲＩＮＴＥＳ Ｌ Ｂ， ＦＥＬＬＯＷＥＳ Ｍ Ｄ Ｅ，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 Ｃｌ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Ｐ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Ｄａｐｈｎｉａ ｍａｇｎａ ［ Ｊ ］ ．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０８， ７１（２）： ５１９ － ５２６．

［１１］ ＤＵＱＵＥＳＮＥ 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ｏｎ Ｄａｐｈｎｉａ
ｍａｇｎａ， ａｔ ｓｕｂ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Ｊ］ ．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０６， ６５
（２）： １４５ － １５０．

［１２］ ＥＰＡ ７１２⁃Ｃ⁃９６⁃１３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ｓ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ＰＰＴＳ
８５０􀆰 ２１００， ａｖｉａｎ ａｃｕｔｅ ｏｒ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 １９９６ － ０４．

［１３］ ＥＰＡ ７１２⁃Ｃ⁃９６⁃１４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ｓ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ＰＰＴＳ
８５０􀆰 ３０２０，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Ｓ］ ． １９９６⁃０４．

［１４］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１３，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ｓ， ａｃｕｔｅ ｏｒ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Ｓ］ ． １９９８⁃０９⁃２１．

［１５］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 Ｊ］ ．
农药科学与管理， １９９０（２）： １ － ５．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Ｊ］ ． Ｐｅｓｔｉｃ Ｓｃｉ Ａｄｍｉｎ， １９９０（２）： １ － 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续）
［Ｊ］ ． 农药科学与管理， １９９０（３）： ３ － ５．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Ｊ］． Ｐｅｓｔｉｃ Ｓｃｉ Ａｄｍｉｎ， １９９０（３）： ３ －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续）
［Ｊ］ ． 农药科学与管理， １９９０（４）： ４ － 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Ｊ］． Ｐｅｓｔｉｃ Ｓｃｉ Ａｄｍｉｎ， １９９０（４）： ４ －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ＨＡＳＳＡＮ Ｓ 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ｉｔｅｓ［Ｊ］ ． Ｂｕｌｌ ＯＥＰＰ ／
ＥＰＰＯ Ｂｕｌｌ， １９８５， １５（２）： ２１４ － ２５５．

［１９］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０３，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ｆｉｓｈ， ａｃｕｔ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Ｓ］ ． １９９２⁃０７⁃１７．

［２０］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０２，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Ｄａｐｈｎｉａ ｓｐ． ， ａｃｕｔｅ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Ｓ］ ． ２００４⁃０４⁃１３．

［２１］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０７，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 ａｃｕｔ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Ｓ］ ． １９８４⁃０４⁃０４．

［２２］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０５，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ｖｉａ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Ｓ］ ． １９８４⁃０４⁃０４．

［２３］ ＯＥＣＤ ／ ＯＣＤＥ Ｎｏ． ２０１，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ｌｇａ ａｎｄ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Ｓ］ ． ２００６⁃０３⁃２３．

［２４］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０４，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ｆｉｓｈ，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１４⁃ｄａｙ ｓｔｕｄｙ ［Ｓ］ ． １９８４⁃０４⁃０４．

［２５］ ＥＰＡ ７１２⁃Ｃ⁃９６⁃１６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ｓ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ｐｐｔｓ
８５０􀆰 ６２００， 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 ｓｕｂｃｈｒｏｎｉｃ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Ｓ］ ． １９９６⁃０４．

［２６］ ＥＰＡ ７１２⁃Ｃ⁃９６⁃１２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ｓ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ＰＰＴＳ
８５０􀆰 ６２００， Ｄａｐｈｎｉ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Ｓ］ ． １９９６⁃０４．

［２７］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１１，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Ｄａｐｈｎｉａ ｍａｇｎａ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Ｓ］ ． ２０１２⁃１０⁃０２．

［２８］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１８，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ｉ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ｕｓｉｎｇ ｓｐｉｋ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 ． ２００４⁃０４⁃１３．

［２９］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１９，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ｉ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ｕｓｉｎｇ ｓｐｉｋ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Ｓ］ ．
２００４⁃０４⁃１３．

［３０］ 顾宝根， 程燕， 周军英， 等． 美国农药生态风险评价技术［Ｊ］ ．
农药学学报， ２００９， １１（３）： ２８３ － ２９０．
ＧＵ Ｂａｏｇｅｎ， ＣＨＥＮＧ Ｙａｎ， ＺＨＯＵ Ｊｕｎ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ＵＳＡ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Ｐｅｓｔｉｃ Ｓｃｉ， ２００９， １１（３）： ２８３ － ２９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 ＯＥＣＤ ／ ＯＣＤＥ Ｎｏ． ２１６，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Ｓ］ ． ２０００⁃０１⁃２１．

［３２］ ＯＥＣＤ ／ ＯＣＤＥ Ｎｏ． ２１７，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Ｓ］ ．
２０００⁃０１⁃２１．

［３３］ ＥＨＬＥ Ｈ． 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ｆｌｏｒａ ［Ｃ］ ∥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 ｆüｒ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ｓｃｈｕｔｚｍｉｔｔｅｌ ｕｎｄ 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ｓｔｅｃｈｎｉｋ，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ｄ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Ｂｕｎｄｅｓａｎｓｔａｌｔ ｆüｒ 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Ｆｏｒｓ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ＢＢＡ）， Ｂｅｒｌｉｎ⁃Ｄａｈｌｅ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ｕｎ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ｖｅｒｉａｇ Ｐａｕｌ Ｐａｒｅｙ， １９９３： ８４ － ８６．

［３４］ ＥＰＡ ７１２⁃Ｃ⁃９６⁃１６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ｓ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ＰＰＴＳ
８５０􀆰 ５１００，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Ｓ］ ． １９９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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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２２，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 Ｅｉｓｅｎｉａ ｆｅｔｉｄａ ／ Ｅｉｓｅｎｉａ ａｎｄｅｒｉ）
［Ｓ］ ． ２００４⁃０４⁃１３．

［３６］ ＡＳＴＭ Ｅ １３６６⁃０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ｓ： ｆｒｅ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Ｓ］ ．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ＡＳＴＭ， ２００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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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８ （ ４ ）：
２７ － ２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０］ 张爱云， 杨佩芝， 蔡道基．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研究． ＸＩＶ．
呋喃丹等三种农药在水中的水解测定［ 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７（４）： １５ －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ｙｕｎ， ＹＡＮＧ Ｐｅｉｚｈｉ，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ＸＩＶ．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ｆｕｒ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ｗｏ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 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７（４）： １５ － １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１］ 蔡道基， 江希流， 蔡玉琪．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

究． Ｉ． 化学农药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与评价［Ｊ］ ． 农村生态环

境， １９８６（２）： ９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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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ｌｉｕ， ＣＡＩ Ｙｕｑ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６（２）： ９ － １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２］ 张壬午， 李治祥， 白清云， 等．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

研究． ＩＩ． 化学农药对蚯蚓的毒性与评价［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６（２）： １４ －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Ｒｅｎｗｕ， ＬＩ Ｚｈｉｘｉａｎｇ， ＢＡＩ Ｑｉｎｇｙｕｎ， ｅｔ 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Ｉ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ｔｏ 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ｓ［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６（２）： １４ － １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３］ 杨佩芝， 蒋新明， 蔡道基．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

究． ＩＩＩ． 化学农药对禽鸟的毒性与评价［ 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６（３）： ８ － １１．
ＹＡＮＧ Ｐｅｉｚｈｉ，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ｎｍｉｎｇ，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ＩＩ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ｔｏ ｂｉｒｄｓ［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６（３）： ８ － １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４］ 陈锐， 张爱云， 蔡道基， 等．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

究． ＶＩ． 农药对家蚕毒性试验方法［ 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６
（３）： １２ － １５．
ＣＨＥＮ Ｒｕｉ，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ｙｕｎ，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ｅｔ 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ＩＶ．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ｔｏ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ｓ
［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６（３）： １２ － 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５］ 张爱云， 蔡道基．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究． Ｖ． 农

药对藻类的毒性与安全评价初报［ 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６
（４）： ７ － 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ｙｕｎ，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Ｖ．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ｔｏ ａｌｇａｅ［ 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６
（４）： ７ － １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６］ 龚瑞忠， 蔡道基．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究． ＶＩ． 用

紫露草微核技术测定农药的毒性［ 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６
（４）： １２ － １４．
ＧＯＮＧ Ｒｕｉｚｈｏｎｇ，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ＶＩ．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ｂｙ 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ｎｔｉａ ｍｉｃｒｏｎｕｃｌｅｕｓ ｂｉ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６（４）： １２ － 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７］ 陈锐， 张爱云， 龚瑞忠， 等．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

究． ＶＩＩ． 化学农药对蜜蜂的毒性与评价［ 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７（１）： １２ － １５．
ＣＨＥＮ Ｒｕｉ，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ｙｕｎ， ＧＯＮＧ Ｒｕｉ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ＶＩ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ｔｏ ｈｏｎｅｙｂｅｅｓ
［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７（１）： １２ － 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８］ 江希流， 蔡道基．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究． ＶＩＩＩ．
农药在水体中和土壤表面的光降解［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７
（１）： １６ － １９．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ｌｉｕ，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ＶＩＩＩ． Ｐｈｏｔ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ｏｎ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７（１）： １６ － １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９］ 蔡道基， 汪竞立， 杨佩芝， 等．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

研究． ＩＸ． 农药对鱼类的毒性与评价的初步研究［ Ｊ］ ． 农村生

态环境， １９８７（２）： ７ － １１．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ｌｉ， ＹＡＮＧ Ｐｅｉｚｈｉ， ｅｔ 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ＩＸ．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ｔｏ ｆｉｓｈ［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７（２）： ７ － １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０］ 蔡道基．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究． Ｘ． 化学农药对非靶

生物安全评价准则［Ｊ］．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７（２）： １２ －１５．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Ｘ．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ｏｎ⁃ｔａｒｇｅ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 Ｊ ］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７（２）： １２ － 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１］ 周丽楚， 陈锐， 蔡道基．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究．
ＸＩ． 农药对天敌赤眼蜂的毒性与评价［ 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７（３）： １２ － １４．
ＺＨＯＵ Ｌｉｃｈｕ， ＣＨＥＮ Ｒｕｉ，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Ｘ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ｔｏ Ｔｒｉ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ａ［ 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７（３）： １２ － 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２］ 杨佩芝， 张爱云， 蔡道基．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

究． ＸＩＩ． 农药在土壤中的降解［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７（３）：
１５ － １８．
ＹＡＮＧ Ｐｅｉｚｈｉ，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ｙｕｎ，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ＸＩＩ．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７
（３）： １５ － １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３］ 蒋新明， 蔡道基． 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究． ＸＩＩＩ．
农药在土壤中的吸附与解吸［ Ｊ］ ．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８７（４）：
１１ － １４．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ｎｍｉｎｇ， ＣＡＩ Ｄａｏｊ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ＸＩＩＩ．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Ｊ］ ．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７
（４）： １１ － 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４］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Ｗ Ｍ Ｓ， ＢＵＲＣＨ Ｒ Ｌ．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ｔｈｕｅｎ ＆ Ｃｏ． Ｌｔｄ． ，
１９５９： ２３８．

［７５］ ＯＥＣＤ Ｎｏ． ４０１，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ｃｕｔｅ ｏｒ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Ｓ］ ． １９８７⁃０２⁃２４．

［７６］ ＯＥＣＤ Ｎｏ． ４２０，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ｃｕｔｅ ｏｒ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 ｆｉｘｅｄ ｄｏｓ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 ２００２⁃０２⁃０８．

［７７］ ＯＥＣＤ Ｎｏ． ４２３，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ｃｕｔｅ ｏｒ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 ａｃｕｔｅ ｔｏｘｉｃ ｃｌａｓ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２００２⁃０２⁃０８．

［７８］ ＯＥＣＤ Ｎｏ． ４２５，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ｃｕｔｅ ｏｒ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 ｕｐ⁃ａｎｄ⁃ｄｏｗ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 ２００８⁃１０⁃１６．

［７９］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０３，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ｆｉｓｈ， ａｃｕｔ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Ｓ］ ． １９８１⁃０５⁃１２．

［８０］ ＯＥＣＤ Ｎｏ． ２０３，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ｆｉｓｈ， ａｃｕｔ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Ｓ］ ． １９８４⁃０４⁃０４．

（责任编辑： 唐静）




